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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科学吗?

———兼析梁启超晚年史观的新变化

李喜所

［提 要］凡一学科被称为科学的先决条件，是具有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但历史是人创造的，是

人的欲望和实践的综合体现。人的欲求在与客观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人欲即心智、心力的活动是难有

因果规律可寻的; 欲望在与客体的物的奋斗过程中所结的果，又是很难预测和有规律可掌握的。既然

心智、心力的运动没有规律，心物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也不易预料，那么所积淀的历史当然很难总结出

规律。基本无法寻求规律的历史研究自然不可纳入科学学科。梁启超晚年基本按这种思路，从总体上

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否定史学为科学。值得关注的是，在民国中后期，和梁启超持相同观点者，有不

少史学名家。他们倡导的大致是一种非理性的“人文”史观。这种史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

传统的科学、理性的反思而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具体反映，梁启超是执牛耳者。当然，梁

启超对早年进化史观的检讨，还有其自身所特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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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进程中不存在客观规律，所以历史学不是科学学科

在回答历史学是否是科学学科之前，先简略考释科学一词的内涵。

科学是个外来词，由英文“science”翻译而来，鸦片战争时期直译为“赛因思”，指由西方

传入中国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洋务运动时期，则演化为“格致学”，为一些文人学者所赞

许，个别讲西学的学堂称“格致书院”，介绍西学的杂志以“格致”命名。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不少有影响的学问家如康有为、严复，还有许多留日学生，认为日本人将“science”翻译

为“科学”比较好，遂倡导以“科学”代替“格致学”，很快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五四时期，

“科学”又与“民主”并列，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尊崇与奋斗的崇高目标。其实，日本人早

期所称之“科学”，为“分科之学”，也就是“学科”。传入中国后逐步演绎，科学的含义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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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囊括了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决策、科学生活等许多内容，甚至赋予了宗

教色彩的“神圣”。本文所指之科学，仅为狭义范畴，指科学的“学科”，意为历史学是否与自

然科学等学科一样，可以视作科学学科吗?

一个学科能否被称之科学，除了起码的系统性分类之外，核心是能够提炼出证据确凿、令人

信服的客观规律。诚如严复所言: “凡学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教往知来者，乃得科学”①。王国维

也认为: “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②。梁启超、章太炎等名家亦持相同观

点，并为了史学能成为科学，在 20 世纪初发动了“史学革命”。从 1901 年和 1902 年梁启超相继

发表 《中国史叙例》和 《新史学》两篇鸿文起，梁在严厉批评旧史学不讲进化、不研究因果规

律的同时，竭力提倡历史学要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③。只有这样，才

能使历史的僵迹“活化”，“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为本位的历史”④。也只有这样，历史学

才可以摆脱传统的“一治一乱”的基本架构，超越流传了两千年的“循环史观”，而变为进化

的、有规律的，才能和自然科学等学科一样，被称之为科学。此后，梁启超等一批史学大家极力

以西方的科学理性和科学万能为指导，去阐释历史，历史学遂逐步成为一门探讨人类进化规律的

科学，一直延续下来。

但是，最早对此提出异议，并否定历史学是科学的，也是梁启超。
1921 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授 《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认为不能绝对将因果规律运用于历

史研究，其云:

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率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

知。何则?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

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

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

曰有害也。⑤

两年后，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一中演讲文化史的问题时，进一步从总体上否定了历史有规

律性。主要理由是: 1、宇宙万物中可以分为自然、文化两大系，自然系是因果规律的领土，文

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地; 历史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属文化系，自然排斥因果规律。2、所谓因果

规律也可叫做“必然的法则”，即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谓甲为乙之因，乙为甲之

果。历史既然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必然的法则”，“自由”和“必然”是

矛盾的两端，没有调和的余地。梁启超还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人的动机与结果合二而一的产物。

动机，即人的欲望或意志是一种“自由创造”，无法用因果去解释; 结果，即人的欲望或意志的

结晶，经常和原来的设想发生矛盾，本想创造一，结果却出现了二，而且结果又可能是另一种

因，产生意想不到的另一个“果”。换言之，也就是人们经常讲的，历史喜欢捉弄人，本来想进

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间屋里。故尔，梁启超云: “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来

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 ‘必然之果’”。“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 ‘互缘’，不能说是因果”⑥。

梁启超的推论，无疑是有道理的，既然创造历史的人的“心力”、“意志”、“欲望”及其命运是

琢磨不定、难以预测和没有规律的，其创造出的历史就自然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因果规律。

为了全面说明难以从历史中找到发展规律，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了不少篇幅，

深入论述了历史的因果规律与自然科学的因果规律之间的区别; 详细分析了人类“心力”、“心

理”的活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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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梁启超归纳了三点: 1、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常常反复出现，

可以还原，有必然的支配法则; 史学研究的对象则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无法还原的。
“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⑦。2、各种自然现象常常

是同一的、普遍的，从同的; 历史现象则反是，经常是个性的，不一致的，“盖历史纯为个性发

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⑧。3、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则

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不可否认，梁启超指明的这三点极其深刻而准确。

关于心理活动，梁启超尤为重视，认为“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人心理之奥以

洞察其动态，则其真相未由见也”⑨。如果将历史的僵迹“活化”，关键是探讨人类心理、 “心

力”的活动。因为社会变化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长期积聚起来的一种心理力量和由此转化出的一

种社会能量，这种能量常常如火山一样突发，难以预料。经过深入思考，梁启超认为人类的心理

活动有三大特点: 1、人类之心理欲望是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波动的，“心”和客观环境

的“物”的冲突是绝对的。人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和停止的，物则总是在一定的满足和一定

的制约中应付人类。“心”、“物”的同一和矛盾运动，“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

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支配”⑩。也就是心对物的运动是无序的，

无规则的。2、个人的心理欲望累积为社会的心理力量，有很长的潜伏过程。而个人的心理活动

基本是潜伏的、隐蔽的，难以琢磨，社会的心理也同样如此，而且更难理出头绪。因此，因果律

云云，难寻矣! 3、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运动又极隐蔽、极自由，动机和效果相矛盾的

情形经常出现。“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瑏瑡。

以上三点清晰地表明，人类的心理活动极难捕捉，而人又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因此梁启超认为过

分谈历史里头的因果规律，就十分危险。至于称其为科学，更难成立。

二、民国中后期否定历史学为科学的“人文”史观

五四之后的中国史学，从大的趋势讲，大体向科学和人文两个路向发展，虽然每个路向在具

体表述上内部存有差异，但两种路向的分野是明显的。前一种路向，胡适、郭沫若等风骚独领，

优势明显，是史学界的主流，他们从人类发展规律的大思路出发，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建设。

但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也有一些治史名家基本沿着梁启超晚年的史学理念，将史学“人文

化”，形成了和郭沫若等不同的另一种治史路径。其虽不占史界主导，但也值得重视。他们反对

历史学是科学，基本否定历史规律，倡导“同情”式的理解历史，讲究“境界”和还原历史

“场景”，呼吁合理地求证因果关系，仅在研究手段上追求科学。傅斯年声称“历史学不是著史，

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中世中古的意味，且每以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瑏瑢。在傅斯年看

来，几乎所有的历史论著和文学作品一样，讲的皆是“很有趣”的故事瑏瑣。所以他吁请史学工作

者只研究史料，不探讨因果规律，更不必著书立说，其名言是: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

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瑏瑤。“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瑏瑥但令人难解的是，傅

斯年这种史料即历史的非理性主义的富有人文色彩的史学观，却自称其所倡导的历史学是和自然

科学相一致的科学学科瑏瑦。可见，南辕北辙在傅斯年这样的智者身上也偶尔出现。在史学非科学

的阐述上，还是何炳松一语中的，其云:

世之习史者，不谙史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

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也是，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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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非。

他尤其反对考求历史规律: “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

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瑏瑧

与何炳松持同样观点者，还有民国时期一批颇有影响的学者，包括吴宓等学衡派。他们将历

史研究看作对古人和古代社会文化的理解，强调人文主义的客观阐释，注重因缘果报，讲究

“义理”、“境界”，追求人的“文化”的过程和文明的积累与传承。不过，他们虽然反对历史学

是科学，却十分强调治史要采用科学的手段。诸如，重史料、求实证、求通致用、古今贯通等。

陈寅恪尤其推崇所谓“同情式的理解”，其云: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

其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社会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可依据

之材料，仅为当时所依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片断，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

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认真了解。所

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之所以不得不始造

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

千年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但此种同情之态

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固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

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系统条

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

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今日自身

之哲学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

去古人之真相愈远。瑏瑨

这段话出自陈寅恪对冯友兰所著 《中国哲学史稿》的评审报告。十分清楚，陈寅恪并不推

崇以今日之哲学去注解古人之哲学，更对言之凿凿、条理清晰、因果明确的哲学史论著不感兴

趣。其理想的史学是人文式的设身处地的理解和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解读。但这里所提出的

“同情”式的科学研究方法则意义深远，弥足珍贵。实际上，“同情”应理解为“通情”，意为:

1、对古人所处时代环境的真切了解; 2、对所依据史料必须求真并理解准确; 3、与古人平等、

客观、实景式的“交流对话”; 4、将观点和论据条理化、系统化; 5、以著者的学识水平和自身

所处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特定的价值取向，写出代表自己思想指向的论著。如果这样的理解大体是

准确的，则陈寅恪这种“同情”式的历史研究法，洋溢着历史主义的科学精神。

总而观之，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与梁启超晚年史学新路基本一致的这些治史名家，在历史研

究过程中，很少倡导探讨历史规律，他们揭示的是人文的理念、科学的手段。

三、梁启超否定历史学为科学的原因

在 1919 年之前，梁启超始终认定历史是科学的、进化的、有规律的。这一基本理念不仅没

有变，而且是这种史观的积极倡导者、宣传者和实践者，他写了很多论著阐述历史的进化和发展

规律。那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史学界大致按梁启超的思路，以谈进化和规律为时尚，

以建树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崇高的学术目标。然而，从 1918 年 12 月 28 日到 1920 年 3 月 5 日，梁

启超经过到欧洲进行一年多的考察后，认识发生了如前面所论述的变化。在历史进化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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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并不完全信服进化论。他只承认物质文明是进化的，但是“堆积”式的进化; 至于人类智能

和精神文化的进化，几乎难以琢磨，缕不出头绪。如果讲历史的进化，只是历史遗产的不断积蓄

和“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向上进行”。梁启超甚至觉得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

循环史观，仍然有一定的道理。其云: “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

里循环? 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瑏瑩。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梁启超并不以历

史进化为全书的灵魂，而呼唤“纯史学”，要求治史者“为历史而历史”。其称:

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

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 ‘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

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

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 ‘明道’、 ‘经世’等，

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瑐瑠

梁启超这里讲的无可挑剔，但真正做到，几乎不可能瑐瑡。因为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是不存在

的。不过，由此清楚表明，梁已经不再完全坚持 20 年前提出的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

也不再要求“求得公理公例”。再结合前面所述梁启超在历史因果规律问题上的新变化，不难断

定，善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梁启超，已经将先前倡导“史学革命”的历史进化和

因果规律两大支柱有保留地釜底抽薪了。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不承认史学为科学，而主张“历史

为文化现象复写品”瑐瑢。梁启超已经从一个科学、理性的真诚信仰者，变成了力图挣脱科学、理

性严格束缚的新人文主义者。
1923 年，梁启超曾自述这种变化的思想根源是，那时认定史学也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也

是有内在因果规律的科学。之所以要寻求“公理公例”，讲历史进化，归纳因果规律，是因为要

将史学纳入科学，他颇富感情地讲道:

原来，因果规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自然科

学离不开因果规律几成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 ‘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因果规律’

为 ‘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

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

人。瑐瑣

梁启超的自我解剖真切感人，他在 20 世纪初倡导“新史学”，完全是为了为历史学争科学学科

的地位。实际上，学科地位的高低，不在于是不是科学，而在于真理的揭示和对人类的贡献。

除了梁启超所述的学理原因外，其史观的变化，还有其他非学理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刻，不仅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引

发了中国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新思考和新追求。梁启超在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后，面对

战争的巨大创伤和民穷财困，对其所仿效并竭力奋斗了近 30 年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怀疑，同

时发现欧美的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理论家也在重新思考他们过去所一贯推崇的理性主义和科

学万能，大学问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巴毕德的新人文主义等新思潮赫然崛起。他们对西方科学

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的重新思考，尤其对科学万能的反思，令梁震撼。在反复思考之后，

梁启超也大体接受。他归国后所出版的考察欧洲的心得——— 《欧游心影录》，就一反过去，大力

批评科学理性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否定科学万能，而鼓吹新人文主义，反对西方理性主义将人

“机器化”、“科学化”，几乎被异化为科学和理性的工具，同时倡导世界文明的多元，希望在中

801



国文化中寻求解救中国和世界的新路，从而被誉为东方文化派的鼻祖和最早萌发后现代史学理念

的史学名家瑐瑤。前述梁启超否定以往所坚持的史学为科学，对因果规律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基本否

定，就是在这种总体思想指导下的集中反映。此外，梁启超对充满人文关怀的佛学的研究与汲

取，也与其史学观念的新变化有关联。梁酷爱佛学，推崇佛学，晚年尤甚瑐瑥。在其后期的作品

中，常常可以寻到佛学的踪影。佛学常用的一些词汇，如因缘、轮回、法相、动相、心能、业

力、共业瑐瑦等，梁启超经常使用; 佛学的某些理论，如因缘果报等，也被梁启超发挥，并运用于

学术研究。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佛学的东西时隐时现。因缘轮回、业力转换等观点，实

际是梁启超关于因果规律问题重新思考的重要参考资源。总之，梁启超在历史因果规律问题上的

新思索，是国际潮流、国内社会文化走向和个人知识积累及修养多重因素重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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